
 

 

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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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激励创新的一种政策，政府研发补贴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助力企业创新，进而带

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利用 2005−2015 年省际面板数

据分析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基于区域差异、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进行

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1）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能显著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

异，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3）大型企业获得的研发

补贴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而中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具有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

（4）内资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均不显著；（5）作用机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显著增强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有效带动了中国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今后在增加政府研发补贴时，应更多地考虑结构问题，更

多地向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内资企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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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创新往往因其明显的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而带来市场失灵和投

资不足等问题，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为此，各国政府相继运用创新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Özçelik 和 Taymaz，2008）。其中，政府研发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

一项创新支持政策（曾萍等，2014；陈玲和杨文辉，2016）。中国曾先后通过 863 计划、星火计划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多个财政科技计划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补贴，以提升企业自主

研发能力（陈玲和杨文辉，2016）。近年来，中国在创新研发领域加大了 R&D 经费投入力度。

2017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7 5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GDP）为 2.1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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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只是专利数量大国，而非创新质量强国

（袁航和朱承亮，2019；袁航等，2019），中国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学界对研发补贴的研究较为充实，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

与支出的影响。Lach（2002）利用以色列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研发补贴能有效刺激小企

业的研发支出。Lee 和 Hwang（2003）、González 和 Pazó（2008）基于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Lee 和

Cin（2010）基于韩国数据、解维敏等（2009）和陆国庆（2014）基于中国数据均得出政府补贴可以明

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结论。白俊红（2011）研究发现，政府的 R&D 资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

新，有利于提高企业专利产出及新产品销售收入。然而，一些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姜宁和

黄万（2010）基于高技术产业得出，政府补贴不一定促使企业增加 R&D 投入，这与政府补贴率有

关且具有滞后性。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认为，只有适度的补贴才能显著激励企业新产品创新，

高额度补贴反而会抑制企业新产品创新，从而也印证了 Görg 和 Strobl（2007）、胡永健和周寄中

（2009）等的研究结论。王军和张一飞（2016）发现，用于研发的定额补贴过高会产生“挤出效应”，

由企业自由支配的研发补贴更为有效，且该现象随补贴力度的加强而愈加明显。马嘉楠和周振

华（2018）发现，政府资助可能导致企业管理者的寻租或偷懒等行为。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往往因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根据

熊彼特假说，技术创新主要源自大企业，大企业更易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投入、研发人员

和技术积累等以应对较大的创新失败风险，而且更易在行业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以赢得市场和

竞争能力。González 和 Pazó（2008）认为，基于内在的资源禀赋以及外在的竞争压力，大企业的创

新动力更强。马嘉楠和周振华（2018）认为，企业规模本身就对创新投入水平有影响，而大企业有

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其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而且政府往往也倾向于资助已经具备

相当技术实力和科技投入并且在市场地位和资金实力上具有可信度的大企业。然而，也有学者

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政府研发补贴并未有效促进大企业的创新水平。Wallsten（2000）指出，拥有

较多员工的企业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补助金，但这些补助金挤出了企业研发支出。Busom（2000）发

现，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有可能获得补贴，虽然总体上公共资金会导致更多的私人努力，但对一些

企业仍不能排除完全挤出效应。Lach（2002）及 Lee 和 Hwang（2003）的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

显著促进小企业或者私人企业研发支出。白俊红（2011）认为，尽管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越大、规

模越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作用，但企业规模并不影响政府

R&D 资助对专利产出的资助效果。此外，政府研发补贴也因企业性质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企业

创新效应。Görg 和 Strobl（2007）利用爱尔兰制造业数据验证了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江静（2011）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提高内资企业的研发强

度，但不利于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

总体来说，关于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见。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政府

研发补贴会通过提高企业研发积极性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Busom，2000；Hu，2001；Lee 和

Hwang，2003；Feldman 和 Kelly，2006），但由于政府补贴的结构变动效应具有短期性，未能发挥出

长期效应，并且政府补贴的结构变动效应与行业资本密集度、外部融资依赖度和国有化程度显

著正相关（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这就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的影响也存在

较大差异（姜宁和黄万，2010）。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企

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创新支持政策。那么，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到底有何影

响，本文将从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两方面进行研究，以期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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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支持。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1）归纳总结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能存在的促

进作用或是抑制作用的理论机制，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政

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基于区域、企业规模与

企业性质角度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异质性；（3）以大中型企业和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研发能力为中介变量，分段验证了企业创新在政府研发补贴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分

析；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作用机制检验；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对策建议。

二、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

用本质上是通过微观企业创新研发来进行传

导，政府研发补贴可以通过比较优势效应、相

对价格效应和杠杆撬动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

研发能力的提升，从而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与此同时，政府研发补贴亦可以通过挤

出拖累效应、寻租异化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

而抑制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进而阻碍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见图 1。

（一）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

进作用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效应、相对价格效

应和杠杆撬动效应传导实现。

1. 比较优势效应。受自然、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影响，因不同的优势资源往往呈明显的

地域差异，政府在给予企业研发补贴时通常会优先考虑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先驱企业，一是符

合比较优势的先驱企业能充分利用资源禀赋，而政府采用研发补贴能显著降低企业创新融资约

束和从事创新活动的风险，从根本上缓解企业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压力，有助于加速企业创新，持

续吸引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增强创新产品产出，借以改变要素市场需求结构和产品市场供给结

构，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二是政府研发补贴的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技术和新要素资源集

聚有利于促进研发补贴与资源重新组合，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

创新研发效率，及时改变要素供给结构，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重塑产业结构，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这种由政府研发补贴带动先驱企业创新发展的客观事实亦将给市场释放一种积极信号，为

其他企业发展提供指南，有助于企业革新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进而衍生出符

合当地比较优势且与之关联的其他产业业态，在优化区域分工的同时加速形成符合当地比较优

势的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带动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 相对价格效应。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往往还通过价格因素进行传

导。政府研发补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并影响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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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重新配置（钟春平等，2013），引发企业改变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继而改变产品相对价格，最终改

变产品供给结构，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政府研发补贴一方面改变了创新投入要素

的相对价格，并在要素市场上改变了创新要素供给企业的生产结构，加速要素供给企业升级，同

时，已经改变的要素价格会进一步改变产品市场中产品生产企业的投入结构，并以持续更新的

技术改造来升级传统产业，衍生新兴产业，加速新产品问世，从而改变产品供给结构和产品相对

价格，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之，无论是对要素相对价格还是产品相对价格，政府研发补贴

都致力于鼓励企业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以更高效节能的方式生产出与原始产品相对价格差距更

小的创新产品，引导生产商适时调整生产结构，并通过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和衍生新兴产业来加

速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与合理化方向演进。

3. 杠杆撬动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刺激作用主要得益于政府能以

其掌握的较多市场信息及时干预“市场失灵”，减少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私人利益与社会收益之

间的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的收益，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马嘉楠和周

振华，2018）。此外，政府研发补贴在本质上可以通过增加企业收益而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

金支持，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开发新产品和科研创新方面的专项补贴。一方面使企业无需通过

额外寻求节约生产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的途径而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企业内源融资约束，降低

企业生产新产品的成本和所面临的风险，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出的更

加迎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最终提高产品销售额，这将从成本降低和收

入增加两个方面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超额利润（Czarnitzki 和 Hottenrott，2011；Brown 等，2012；毛其

淋和许家云，2015）。高额利润将会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引导资源在不

同生产效率部门之间合理配置，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抑制作用

政府研发补贴还因存在挤出拖累效应、寻租异化效应以及逆向选择效应而拖累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1. 挤出拖累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旨在激励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但短期内企业创新投入

规模是既定不变的，增加政府投入会降低企业自身投入，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

效应”阻碍了企业创新行为（Busom，2000；Wallsten，2000；马嘉楠和周振华，2018）。此外，在短期

内，人力资本等高质量研发资源的供给往往缺乏弹性，政府研发补贴通过直接增加研发人员的

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成本，间接挤出了企业的实际创新投入。可见，政府研发补贴在此情况下

不会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具有显著的拖累作用。由此可见，相对于不断增长

的政府研发补贴，企业独立研发活动并不活跃（安同良等，2006），这将无益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无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 寻租异化效应。为了争取政府研发补贴这一稀缺资源，企业会通过寻租行为获得补贴，从

而规避通过自主研发增加短期收益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往往因较

高的寻租成本和非对称信息等因素，使得在“寻补贴”和“伪研发”等行为下，企业对政府补贴的

有效利用部分大幅减少（吕久琴和郁丹丹，2011），削弱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

用，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见，政府在研发投资方面占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状态

（姚洋和章奇，2001），寻租活动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了创新活动的边际生产率（顾元媛和沈

坤荣，2012），这种基于非高效率生产技术下的资源使用行为，不仅不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反而有可能在资源错配的基础上“诱导”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3. 逆向选择效应。一个拥有宏伟技术抱负和发展愿景的企业更有动力进行自主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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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着重点在于准确甄别出这类企业，并给予针对性的补贴和资助（安同良，

2003）。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往往不能准确甄别出真正需要研发补贴的企业（安同良

等，2009）。而且在现实中，人才研究队伍指标往往是企业能否获取资助的关键指标，一些根本不

具有“抱负”的企业在政府研发补贴申报过程中，往往会人为“壮大”人才研究队伍，通过释放一

些虚假信号，以此伪装成高“抱负”的企业来“骗取”政府研发补贴，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实际上，

企业这种“寻扶持”行为仅仅增加了创新“数量”，并无益于提高创新“质量”（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致使原本用于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手段失效，削弱了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作用，

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根据上述作用机制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个有待验证的竞争性假说：

假说 1：如果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比较优势效应、相对价格效应以及杠杠撬动效应促进了企业

创新研发能力提升，那么政府研发补贴将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假说 2：如果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挤出拖累效应、寻租异化效应以及逆向选择效应抑制了企业

创新研发能力提升，那么政府研发补贴将会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政府研发补贴究竟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效应还是抑制

效应还需进行实证检验。据此，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upisi,t = β+β1 subsidyi,t +
∑

γxi,t +εi,t （1）

upisi,t i t

subsidyi,t i t β1

β1

xi,t

εi,t

其中， 表示 地区 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表示 地区 时期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 表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系数，如果 >0，说明增加政府研发补贴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反之则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城市化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测度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本文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测算方法，

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本质是对产业份额比例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劳

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份额较大时，才说明该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具有较高的质量。基

于此，本文采用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值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水

平，其不仅刻画了中国三大产业在比例份额上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

演进的过程，而且通过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质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aisi,t =

3∑
m=1

Yi,m,t

Yi,t

× Yi,m,t

Li,m,t

（2）

Yi,m,t Li,m,t

Yi,m,t

Yi,t

Yi,m,t

Li,m,t

i t m其中， 、 、 和 分别表示 地区 时期第 产业的增加值、就业人数、GDP 占比和劳动生

产率，因劳动生产率具有量纲，本文采用均值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有学者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但该指标因忽略不同产业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程度而有失准确性。因此，我们在泰尔指数的基础上构造了测度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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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li,t =

3∑
m=1

(
Yi,m,t

Yi,t

) ln(
Yi,m,t/Yi,t

Li,m,t/Li,t

) （3）

Li,m,t/Li,t i t m其中， 表示 地区 时期第 产业从业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员的比重，其他变量与（2）式相同。

若该指标为 0，则表示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无偏差，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是合理的，

若该值不为 0，则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2.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对于政府研发补贴，本文借鉴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及孙海波

等（2016）的做法，以《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科技经费筹集中来自政府的资金”①作为

替代变量。从全国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补贴从 2005 年的 81.87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537.34 亿

元，年均增长 20.70%。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补贴总额均呈明显上升趋

势，而且东部地区政府研发补贴增速高于全国 1.22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 1.34 个百分

点，②两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需要指出的是，2005−2010 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中的统计口径为大中型工业企业，③2011−2015 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④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

鉴于此，本文后续将以 2010 年为分界点，采用分段回归进行研究。

3.控制变量。为了消除因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误差，本文借鉴袁航（2019）的做法选择了一

系列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 GDP 测度；人力资本水平采用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与当地年末人口总数的比值测度；信息化水平采用邮政业务总量与当地 GDP 的比值测度；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采用人均公路里程数测度；城市化率采用城镇人口数与地区年末人口总数的比值

测度；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总额与当地 GDP 的比值测度。

上述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对以货币度量

的指标均采用 GDP 平减指数剔除了价格因素，进出口总额采用年均美元兑人民币价格指数调整

成元，再计算其与当地 GDP 的比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2005−2010 年 2011−2015 年

N mean Std. N mean Std.

产业结构高度化 ais 186 0.786 0.369 155 1.416 0.507

产业结构合理化 theil 186 0.274 0.157 155 0.236 0.141

政府研发补贴 sub 186 5.371 5.500 155 14.947 13.301

经济发展水平 pergdp 186 1.593 1.027 155 1.864 1.113

人力资本水平 human 186 0.015 0.006 155 0.018 0.005

信息化水平 inform 186 0.074 0.018 155 0.032 0.010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infrastr 186 3.414 3.135 155 4.252 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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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5−2008 年的统计指标取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第四条“各地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情况”中的“政府资金”；

2009−2015 年的统计指标取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第九条“工业企业政府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中“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

资金”，前后名称有所变化，但实质内容不变。

② 限于篇幅，此处未列出政府研发补贴年度变化趋势图，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③ 2005−2010 年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是指满足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上、销售额 3 000 万元以上、资产总额 4 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

业。其中，大型企业指同时满足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2 000 人及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3 亿元及以上、资产总计 4 亿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④ 2011−2015 年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 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其中，大型企业指同时满足年末

从业人员人数在 1 000 人及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4 亿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型企业指年末从业人员人数介于 300 人（含）至 1 000 人（不

含）并且年主营业务收入介于 2 000 万元（含）至 4 亿元（不含）的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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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分析之前，我们绘制了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之间的散点图，见图 2 至

图 5。可见，即使在不同统计口径下，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均呈明显的正向关系，

而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泰尔指数之间均呈明显的负向关系，但因产业结构泰尔指数是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逆向指标，说明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呈明显的正向关系。政府

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具体关系还需采用严格的计量方法进行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

基于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 2。其中，2005−2010 年以

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的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产业结构泰尔指数

的影响显著为负，有利于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助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2011−2015 年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显著为正，对产业结构泰尔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依旧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验证了

假说 1。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研发补贴使各地区企业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增强了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能通过持续不断地研发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其在行业中的领先

地位；其次，政府研发补贴改变了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中要素投入的相对价格，由“相对价格效应”

引致的要素投入结构改变会导致要素市场乃至最终产品市场的结构发生显著改变，从而带动产

 

续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2005−2010 年 2011−2015 年

N mean Std. N mean Std.

城市化率 urban 186 0.470 0.136 155 0.545 0.137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186 0.346 0.438 155 0.295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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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转型升级；再次，政府研发补贴通过降低企业研发创新内源融资约束和失败的风险，增强

了企业创新动力，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使创新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由政府研发

补贴带来的“杠杆撬动效应”能改造已有产业的投入产出结构，加速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助

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 2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基准模型检验

变量
2005−2010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sub 0.068***（4.40） −0.070**（−2.63） 0.078***（3.42） −0.110**（−2.67）

lnpergdp 1.610***（12.79） 0.526**（2.43） 1.051***（4.62） 0.901*（2.18）

lnhuman 0.205**（2.42） 0.126（0.87） 0.070（0.37） −0.849*（−2.47）

lninform 0.132*（1.83） −0.479***（−3.86） 0.242***（3.91） 0.016（0.14）

lninfrastr 0.102***（3.18） 0.001（0.01） −0.094（−0.45） −0.776*（−2.02）

lnurban 0.012（0.36） 0.006（0.11） 1.332***（4.73） −0.182（−0.36）

lnopen −0.144***（−4.25） 0.197***（3.37） −0.011（−0.32） 0.150*（2.54）

N 186 186 155 155

R2 0.918 0.219 0.735 0.472

　　注：（1）*、**、***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 t 统计值；（3）方括号内为 P 值。下表同。

一系列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城

市化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

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却未显著促进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虽加速了主导产业从第一向第二、三产业

的演进速度，带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产业结构内部往往因复杂的调节机制以及传统体制机

制等因素制约，发展过程较为缓慢，致使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具有时滞，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当下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

化均无显著促进作用，可能与中国目前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有关。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3。由列（1）、列（2）、列（5）和

列（6）可知，政府研发补贴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影响的系数显著为负，能有效抑制产业

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未能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由列（3）、列（4）、列（7）和

列（8）可知，政府研发补贴能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未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可见，政府研发补贴仅能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
 

表 3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2005−2010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ais（5） lntheil（6） lnais（7） lntheil（8）

lnsub
0.024
（1.27）

−0.109**

（−2.03）

0.063**

（2.78）

−0.003
（0.23）

−0.018
（−0.64）

−0.130**

（−2.45）

0.112***

（3.53）

−0.081
（−1.43）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6 66 120 120 55 55 100 100

R2 0.949 0.464 0.930 0.137 0.880 0.684 0.738 0.520

实际上，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下，东部地区能有效发挥人力资本充足、对外交流便利、

思想理念先进和管理水平科学等比较优势，能极大地促进创新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高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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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化配置，提高各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从而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但由

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和挤出双重效应（Görg 和 Strobl，2007；胡永健和周寄

中，2009），且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存在最适区间（毛琪琳和许家云，2015），若超过最适区间，研发

补贴将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获得的较高的

政府研发补贴可能超过了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最适区间，反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显著促

进作用。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获得的较少的政府研发补贴可能仍处于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的最适区间，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高度

化。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发展环境等软实力较弱，限制了创新要素，尤其是人

力资本的持续流入，尽管政府研发补贴可以通过提高就业待遇吸引优秀人力资本回流中西部，

但中西部地区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仍然较低，“孔雀与麻雀”双双东南飞的现实加剧了中西部地

区人员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的偏差，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未来中国应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补贴的投入，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

用，有效改善中西部地区创新环境，吸引人力资本回流，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

（三）企业规模异质性检验

我们以《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的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为对

象研究发现，大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远远高于中型企业。①不同企业规模下政府研发补贴

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见表 4。根据列（1）可知，大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在

1% 的水平下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显著影响。根据列（4）可知，中

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显著影响，但在 10% 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具有促进作用。可见，大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而中型企业

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表 4    不同企业规模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2005−2010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ais（5） lntheil（6） lnais（7） lntheil（8）

lnlarge-sub（大型企业）
0.060***

（4.10）

−0.033
（−1.35）

0.024
（1.44）

−0.038
（−1.29）

lnmedium-sub（中型企业）
0.026
（1.88）

−0.056*

（−2.53）

0.012
（0.85）

−0.039
（−1.63）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5 175 182 182 155 155 155 155

R2 0.917 0.262 0.909 0.252 0.714 0.448 0.710 0.452
 
 

一般而言，政府往往倾向于资助大企业（González 和 Pazó，2008；马嘉楠和周振华，2018），我

国政府研发补贴也是有选择性地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戴小勇和成力为，2014）。政府研发补贴

投向大型企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研发资金，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

高度化。然而，在补贴总额约束下，政府研发资金更多投向具有创新能力但缺乏创新动力的大型

企业，无疑会减少对具有创新动力但缺乏创新能力的中小型企业的补贴额度，研发补贴资源的

错配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此外，大型企业往往因规模大而存在管理层级增加、组织结构臃肿

及内部协调成本上升等问题，存在高昂的组织交易费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创新要素在产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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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中型企业所具有的扁平化管

理结构能有效减少企业内部研发活动方案的审批环节（于君博和舒志彪，2007），降低企业内部组

织协调成本等交易费用，有助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因此，未来中国

应加大对中型企业的研发补贴，减少因资金不足对创新活动的限制，激发中小型微观企业主体

的创新活力，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

（四）企业性质异质性检

文章以《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获

得的政府研发补贴为研究对象发现，内资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远高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①不同企业性质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

响结果见表 5 和表 6。可见，以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的实证结果均表

明，内资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能显著促

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均无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研发补贴显著增加了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了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

化与合理化，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总部都在

海外，研发支出也多从总部支出，在中国大陆地区分支机构主要是加工基地（江静，2011），较少涉

及研发创新活动。此外，受全球竞争力战略的制约，政府直接补贴“挤出”了部分港澳台商和外

商投资企业原本在没有补贴时也要支出的正常研发活动（江静，2011），不利于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提升，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中国未来应加强对内资企业的研发补

贴，增强内资企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表 5    2005−2010 年不同企业性质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ais（5） lntheil（6）

lndomestic-sub（内资企业） 0.023**（2.03） −0.025（−1.33）

lnhmt-sub（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013（1.86） −0.001（−0.09）

lnforeign-sub（外商投资企业） 0.002（0.24） −0.025（−1.8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82 182 150 150 169 169

R2 0.909 0.228 0.906 0.334 0.914 0.253
 
 

 

表 6    2011−2015 年不同企业性质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ais（5） lntheil（6）

lndomestic-sub（内资企业） 0.069***（3.25） −0.097**（−2.55）

lnhmt-sub（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011（1.39） −0.018（−1.22）

lnforeign-sub（外商投资企业） 0.005（0.48） 0.005（0.28）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5 155 150 150 150 150

R2 0.733 0.469 0.736 0.478 0.732 0.472

（五）稳健性检验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论是否真实可靠，需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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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与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滞后项作为内生解释变量，利用 SYS-GMM 方法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见表 7。根据列

（1）、列（2）和列（5）、列（6）可知，政府研发补贴均能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借鉴

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的做法，以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分段回归，结果

见列（3）、列（4）和列（7）、列（8）。此时，政府研发补贴依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由此可见，基准模型所得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7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2005−2010 年大中型企业 2011−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SYS-GMM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SYS-GMM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lnais（1） lntheil（2） lnais（3） lntheil（4） lnais（5） lntheil（6） lnais（7） lntheil（8）

lnsub
0.019*

（1.81）
−0.054***

（−3.08）
0.014*

（1.77）
−0.069**

（−2.53）

L.lnsub
0.084***

（4.63）
−0.074**

（−2.54）
0.028*

（1.52）
−0.096**

（−2.29）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3.342
[0.001]

−2.808
[0.005]

−1.802
[0.072]

−1.401
[0.161]

AR(2) 0.937
[0.349]

0.532
[0.595]

0.817
[0.414]

−1.446
[0.148]

Sargan(P-value) 28.063
[0.108]

24.401
[0.225]

15.037
[0.305]

10.719
[0.634]

N 155 155 155 155 124 124 124 124

R2 0.890 0.213 0.816 0.584
 
 

五、作用机制检验

经过上述一系列检验，文章从多个方面证实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的结论。那么，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是通过增强企业创

新研发能力所带来的呢？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是否是政府研发补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中介变量呢？对此，本文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传导机制，①方程设定如下：

innovationi,t = α+α1 subsidyi,t +
∑

δxi,t +εi,t （4）

upisi,t = β+β1 subsidyi,t +
∑

γxi,t +εi,t （5）

upisi,t = φ+φ1 subsidyi,t +φ2innovationi,t +
∑

ψxi,t +εi,t （6）

innovationi,t i t

φ1 < β1

φ1

其中， 表示 地区 时期的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具体而言，（4）式考察解释变量政府研发

补贴对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影响，（5）式考察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对被解释变量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6）式表示当同时纳入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时，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影

响。在（4）式和（5）式中，需满足解释变量能同时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6）式中的中

介变量亦需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于是，基于上述基本条件，文章将根据（5）式和（6）式中解释变

量系数大小及显著性确定中介效应的存在类型，若 ，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政府研发补贴

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部分被中介变量吸收；若 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政

袁    航、朱承亮：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推手还是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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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研发补贴完全通过企业创新研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选取

大中型企业（2005−2010 年）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1−2015 年）的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研

发能力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8 和表 9。
 

表 8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2005−2010 年）

变量 lninnovation（1） lnais（2） lnais（3） lntheil（4） lntheil（5）

lnsub 0.682***（10.59） 0.336***（15.19） 0.186***（8.23） −0.057***（−3.03） −0.043*（−1.70）

lninnovaiton 0.220***（10.17） −0.021（−0.86）

N 182 186 182 186 182

R2 0.428 0.600 0.767 0.056 0.061
 

表 9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2011−2015 年）

变量 lninnovation（1） lnais（2） lnais（3） lntheil（4） lntheil（5）

lnsub 0.452***（5.06） 0.159***（4.31） 0.036（1.17） −0.174***（−3.59） −0.069（−1.43）

lninnovaiton 0.272***（9.68） −0.233***（−5.25）

N 155 155 155 155 155

R2 0.172 0.131 0.509 0.095 0.262
 
 

在表 8 列（1）中，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促进大中型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进一步，根据列（2）−
列（3）可知，当同时加入政府研发补贴和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研发时，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

度化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从 0.336 降至 0.186，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积极影响部分被企业创新研发所吸收；根据列（4）和列（5）可知，当同时加入政府研发补贴和企

业创新研发时，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从

0.057 降至 0.043，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的抑制作用通过企业创新研发部

分传导。总之，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提升大中型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与

合理化，对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

同理，根据表 9 列（1）可知，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结合列（2）和列（3）

可知，当同时纳入政府研发补贴和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时，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估

计系数从 0.159 降至 0.036，显著性亦减弱至不显著；根据列（4）和列（5）可知，政府研发补贴对产

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的抑制作用从 0.174 降至 0.069，且显著性也弱化至不显著，总体而言，在

2011−2015 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

业结构合理化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可见，政府研发补贴能有效促进大中型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并最终带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5−2015 年中国 31 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对区域差异、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得出：（1）政府

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有效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2）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3）大型企业获得的研发补贴具有明显的产业

结构高度化效应，而中型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具有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4）内资企业获得

的政府研发补贴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对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均无显

著影响；（5）作用机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显著增强大中型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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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有效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未来中国应从补贴总量与配置结构两个方面持续完善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不断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方面，

在补贴总量上进一步加大政府研发补贴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

动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具有明显促进

作用，这意味着应积极构建增加政府研发补贴投入的长效机制，如健全的补贴激励制度、完善的

产权保护制度和自由的人才流动机制等，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建设稳定企业创新预期，激发企业

自主创新动力，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持久拉力。另一方面，在配置结构上，

政府研发补贴应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内资企业倾斜。一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研

发补贴，缓解中西部地区因政府研发补贴不足给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的瓶颈制约，推动中西部

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二要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研发补贴力度，弥补中

小型企业研发资金缺口，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持久动力；三要增加对内

资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额度，激励内资企业发挥在自主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积极支持内资企业

技术创新，提高研发补贴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在减少对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直接

研发补贴的同时，积极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最大程度释放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带动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研发补贴−企业创新−
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链条，进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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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mplementing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rough innovation，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owever，innovation often has problems such as market

failure an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due to its inherent positive externalities and uncertainties. As a general

policy for stimulating innovation，whether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can really help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then drive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is the focus of the common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cities and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we study the in-

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and then conduct

the heterogeneity tests based on regional differences，firm size，and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1）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

vancement and rationalization，which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2）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which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3）The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btained by large enterpris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while the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btained by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 rationalization；（4）The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btained by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

antl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while the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b-

tained by Hong Kong，Macao or Taiwanese investment companies and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are not sig-

nificant；（5）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y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in the future，mor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tructur-

al problem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while increasing the amount，especially to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rationalization；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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